
在德中资新能源汽车企业的跨文化品牌建构研究的文献综述 

摘要：本文围绕跨文化品牌建构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系统回顾和梳理了国内外学

者对于跨文化品牌建构研究的发展及现状，并对在德中资新能源汽车企业的跨文

化品牌建构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归纳发现，以往的跨文化品牌建构研究，

在研究视角上缺乏整合企业、消费者、消费者和企业关系的系统性分析视角；在

学科基础上缺少结合市场营销和跨文化交际的“跨学科性”；在研究对象上较少

涉足在德中资新能源汽车企业；在研究方法上较少采用质性和量性研究结合的混

合研究方法。同时，本研究还梳理并明确了跨文化品牌建构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及

其关系，即品牌身份、品牌形象以及品牌身份-形象距离，并将学界研究跨文化

品牌建构的理论模型归纳为企业视角、消费者视角以及企业与消费者品牌沟通视

角三类。通过对跨文化品牌建构以及在德中资新能源汽车企业相关研究的回顾，

以及对品牌建构的核心概念和理论模型的深入梳理，本文识别出了现有研究，尤

其是我国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使用多主

体的系统分析视角、依靠跨学科理论基础以及混合研究方法，对在德中资新能源

汽车企业的跨文化品牌建构实践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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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一）现实背景 

“品牌”一词源于古挪威语的“Brandr”，意为“打上烙印”。古代的人们

在牛及其牲畜身上打上烙印，以此表明主人的所有权。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

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品牌迅速普及，并带来了附着于品牌的更多价值，这便是品

牌的雏形（舒咏平和肖雅娟，2018）。 

品牌和品牌的建构对于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好的品牌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

消费者、更忠诚的客户以及更有内驱力的员工（Brand Finance，2022）。品牌的

重要性远不止于企业层面。国务院办公厅所颁发的文件中明确指出: “品牌是企

业乃至国家竞争力的综合体现。”可见，品牌和品牌建构的价值体现在个人、企

业、各类组织以至国家各个层面。 

随着全球市场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国国家层面的“走出去”战略的大力支持，

中国品牌大规模“出海”（即进军海外市场），已经获得显著成果。《财富》杂志

全球 500 强企业排行榜中，来自中国的企业数量（129）在 2019年首次超过美国

的企业数量（121）。该数字稳步上升，并在 2021 年达到 143家1。中国企业在全

 
1 数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http://www.gov.cn/xinwen/2021-08/03/content_5629117.htm，检索



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可见一斑。根据 2017年全球化智库（CCG）对 200 家“走出去”

的中国企业的调查显示，提升品牌价值成为企业“走出去”的主要驱动力2。在“走

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品牌战略意识不断加强。在品牌战略意

识的推动下，中国企业的品牌价值在国际市场上大幅提升。国际权威品牌价值评

估机构 Kantar（2021）推出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最有价值的 100 个品牌总价

值在 2020 至 2021 的一年中飙升 57%，达到了品牌价值的历史新高。排名前 100

的中国品牌总价值目前已经超过了 1.56万亿美元。自 2016年以来，这一数值增

长了 197%，增速明显快于全球最有价值品牌 100强（五年内增长 110%）。由此可

见中国品牌国际化近年来的卓越成长性。然而，中国企业“走出去”中提升品牌

价值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中国企业及其品牌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复杂的境外政治、

商业、环境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风险3。欧盟中国商会联合知名咨询公司罗兰贝格

(2020)发布的《中国企业在欧发展报告(2019)》中曾强调，中国企业在欧洲市场

尤其是缺少和当地利益相关者的完善沟通机制，并且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因此，

中国企业预期持续提升其品牌价值，品牌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即跨文化品牌建构，

尤为重要。 

企业的跨文化品牌建构作为品牌母国的文化进入品牌东道国的动态传播过

程，还关乎着企业背后的国家形象——跨文化品牌建构是中国国家品牌战略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姚曦和邓云，2020）。近年来，我国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中

国企业就是外国人眼中“中国故事”的鲜活素材，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

服务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窗户。这就要求企业在跨文化沟通中，建构起良好的跨

文化品牌形象和品牌身份，提高品牌的国际竞争力（崔潇，2017；蔡名照，2013）。 

多年来，德国一直是我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我国也连续六年成为德

国最大的国际贸易伙伴4。即使在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情况下，中德在 2021年

仍有高达 2454 亿欧元的双边贸易额5。中资企业在德投资日益活跃，截至 2021

年，我国对德国直接投资存量 160.6 亿美元，项目数超过 2000 个，行业分布日

益多元，主要行业依次为机械制造与设备（16%）、汽车（13%）、消费品食品（13%）、

 
日期：2022 年 6 月 8 日。 
2 数据来源：全球化智库，http://www.ccg.org.cn/wp-

content/uploads/2020/07/2017%E4%BC%81%E4%B8%9A%E5%85%A8%E7%90%83%E5%8C%96%E6%8A%A5%E5

%91%8A.pdf，检索日期：2022 年 6 月 7 日。 
3 数据来源：普华永道，https://www.pwccn.com/zh/research-and-insights/belt-and-road/hotspot/2020-white-

paper-on-overseas-investment-risk-management.html，检索日期：2022 年 6 月 11 日。 
4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

http://de.mofcom.gov.cn/article/jjzx/202202/20220203282440.shtml，检索日期：2022 年 6 月 11 日。 
5 数据来源：德国联邦统计局，

https://www.destatis.de/D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2022/02/PD22_068_51.html#:~:text=068%20vom%2018
.%20Februar%202022&text=WIESBADEN%20%E2%80%93%20Die%20Volksrepublik%20China%20war,Euro%20zwi

schen%20beiden%20Staaten%20gehandelt，检索日期：2022 年 6 月 12 日。 



信息与通讯技术与软件（11%）
67
。另一方面，我国对德国投资起步晚、总量小，

仅占德国吸引外资存量的 1%左右8。因此，在德中资企业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其中，文化因素是阻碍中资企业在德营商的重要风险因素。我国外交部发布的《对

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德国）》中曾指出，在德中资企业由于缺乏对德

国市场和文化背景及思维方式的了解，容易以中式思维看待德国问题9。随着中国

企业品牌意识的集体觉醒，在德中资企业也步入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

的关键转型阶段。然而，中德在文化和思维等层面的差异使得德国消费者难以对

中国品牌产生信任。柏林工业大学于 2014 年的调查显示，尽管大多数德国消费

者表示不排斥购买“中国制造”产品，但只有 20%的德国受访者表示信任“中国

品牌”10。可见，在德中资企业如何在进行跨文化品牌建构是“中国制造”到“中

国品牌”这一转型阶段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我国在近年来大力倡导并践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经济发展。习近平总

书记在 2021 年 4 月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更是提

到——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

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更为安全的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

了更好平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问题，进一步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我国大

力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十四五”规划更是预计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份额在

2025年提高到 20%，2035年提高到 50%。同时，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通过发展转

型，逐步登上全球汽车市场。全球知名品牌研究机构 Kantar 报告显示，我国新

能源汽车品牌近年来在国际市场表现抢眼。通过产品硬实力和品牌软实力，我国

新能源汽车品牌正在重新定义“创新”和“高端化”，不断提高品牌的国际市场

竞争力(Kantar, 2021)。 

德国作为传统燃油汽车制造的领头羊国家，面对新能源汽车在全球汽车市

场的快速崛起以及环境保护的人类共同目标，也加快了其新能源汽车的开发、

制造和推广。德国联邦政府早在 2009年便发布了“国家电动汽车发展计划

（Nationaler Entwicklungsplan Elektromobilität Der Bundesregierung，

简称 NEPE）”。计划中提到，为了应对新兴新能源汽车制造国的市场竞争，巩固

 
6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deguo.pdf，检索日期：2022 年 6 月 12 日。 
7 数据来源：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网站，https://www.gtai.de/cn/meta/press/fdi-reporting，检索日期：

2022 年 6 月 10 日。 
8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deguo.pdf，检索日期：2022 年 6 月 12 日。 
9 数据来源：同上。 
10 数据来源：人民网（德国），http://german.people.com.cn/n/2014/1013/c209052-8794116.html，检索日

期：2022 年 6 月 13 日。 



德国汽车制造强国的地位，德国政府将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各项研究和开发活

动，保障相关政策法规等顶层设计的完备，以及推进各项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准

备和引进任务(Die Bundesregierung, 2009)。2015年，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

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Und Energie，简称 Bmwi）更是制定

了于 2020 年实现全德 100万乘用新能源汽车11保有量的目标。根据德国联邦汽

车运输局（Kraftfahrt-Bundesamt）数据，该目标最终于 2021年 7 月实现。联

邦政府的下个目标则是，在 2030年达到全德 1500万辆乘用新能源汽车(Propfe

等, 2013)。从新车销售份额占比上看，纯电动的乘用新能源汽车占比从 2019

年的 2%，激增至 2022 年的 13.6%12。可见，发展新能源汽车行业是德国联邦政

府和德国民众的共同期许。  

德国作为全球贸易的重要商品和服务贸易国，拥有大量全球闻名的汽车制造

企业和大量有着驾驶爱好和驾驶知识的成熟消费者，是全球新能源汽车品牌的

“兵家必争之地”。数据显示，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市场已成为我国新能源车出

口的主要增量市场，体现了我国新能源汽车品牌的国际竞争优势的不断增强(黎

冲森, 2022)。然而，在另一方面，相比制造业发达的国家（德、美、日等国）

的汽车品牌，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在品牌认知度和品牌竞争力仍处于相对较弱的

水平。 

综上所述，在德中资企业如何进行跨文化品牌建构，是一个十分重要且复杂

的问题。在绿色低碳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今，深入在德中资新能源汽车企业进行跨

文化品牌建构的真实案例，成为解答以上问题的一种可行方式。 

 

（二）理论背景 

· 品牌建构相关研究 

品牌建构(Branding）这一概念来源于市场营销领域，但学者们仍未对其形

成统一且明确的定义。品牌建构经常被笼统地定义为是“企业为品牌所做行为的

总和”或“企业使其品牌被了解和喜欢的过程”(Meldrum等; Douglas等, 1983)。

De Chernatony(2010：3)将品牌建构的目标阐释为“品牌对消费者所承诺的体验，

情感价值和功能价值”。同时，品牌建构也曾被定义为企业打造品牌的策略和手

段，有学者认为品牌建构包含了企业在品牌建设(Brand Building)、品牌发展

（Brand Development）、品牌管理（Brand Management）和品牌沟通（Brand 

Communication）等一系列战略行为(彭传新, 2011; 梁福春和覃思源, 2021)。 

按照研究主体的差异，学界对于品牌建构有三种主流的研究视角，即基于企

 
11 注：此处，新能源汽车被定义为可外部充电的电池电动汽车以及油电混合动力汽车。 
12 数据来源：Statista 统计数据库，

https://de.statista.com/themen/608/elektromobilitaet/#dossierKeyfigures，检索日期：2022 年 3 月 2 日。 



业战略管理视角、基于消费者感知和心理机制视角以及基于企业与消费者互动视

角(Castro & Sáiz, 2020)。这三种研究视角对于品牌建构的定义也各不相同： 

从企业战略管理视角看，品牌建构是企业提高其品牌资产（Brand Equity）

的过程和策略(Li, 2001; 王静, 2020)。品牌资产是“与品牌、品牌名称和符号

相关的一系列资产或负债，它们可以增加或减少企业产品或服务为消费者提供的

价值(Aaker, 1991: 15)。类似的，de Chernatony（2010）认为品牌资产是企业

在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外的第三种资产类型；从消费者感知和心理机制视角看，

品牌建构是建立企业品牌在消费者心中差异化的品牌形象（Brand Image）。从不

同消费者群体情感和认知的心理机制入手，企业运用不同的营销手段和策略，引

导消费者的品牌感知，并最终形成品牌形象，即与特定品牌相连结的联想与多种

属性的集合，反映了消费者对品牌的信念和内在印象(刘文超等, 2021; Guzmán, 

2005; Aaker 等, 2000)；从企业与消费者互动视角看，品牌建构即是建立消费

者和企业品牌之间的亲密关系。企业通过讲述品牌故事(段淳林等, 2018)、沟通

品牌社会责任等方法(刘宏宇, 2018)，促使消费者对品牌产生特别的情感和心理

联结，提高其品牌忠诚度，最终建立、维持、强化良好的消费者-品牌关系（Aaker，

1991；Duncan，2002）。 

从学科视角来看，管理学、营销学、传播学、语言学等均从学科自身理论和

研究方法出发，对企业的品牌建构进行了各有侧重的研究。比如，管理学学者基

于品牌真实性建构和品牌价值迁移视角，对意图提升品牌资产的企业进行案例分

析(许晖等, 2018)；营销学研究则倾向于关注品牌形象对品牌购买意愿的影响，

比如品牌原产国形象（Country Of Origin， 简称 COO）对于消费购买某类商品

的积极和消极影响(Özsomer, 2012; Halkias 等, 2016; Winit等, 2014)；传播

学学者将品牌建构看作是品牌传播的过程，试图识别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发出者、

信息渠道、信息和信息接收者(董妍, 2019)；语言学者则倾向于对企业进行品牌

建构的相关语料进行话语分析，比如通过收集企业官网的“关于我们”栏目、年

度业绩报告以及社会责任报告等内容，了解企业在进行自我展现时使用的语言特

征以及预期的品牌形象（徐珺和自正权，2020；Yu & Bondi, 2019）。 

由此可见，当前的品牌建构研究在研究主体和学科视角上，均呈现出了较为

明显的“离散性”。具体而言，此前的品牌建构研究较为缺少将企业的品牌身份

认同、消费者对企业品牌形象的感知以及企业和消费者之间与品牌相关的互动三

者整合起来的系统性研究视角，难以形成对企业品牌建构更加系统全面的认知；

在学科视角方面，目前研究也较为缺乏跨学科视角，综合使用多学科的理论以及

研究方法对企业的品牌建构进行深入研究。 

· 跨文化品牌建构相关研究 



文化是由互动中的人们的价值观、信仰、行为组成的复杂整体(Bennett & 

Bennett, 1999:5)。文化是多维度的，潘亚玲（2016）按照隐性到显性将文化进

一步分为了三层（核心层、中层、表层）九大因素（价值观、思维方式、人际关

系、时间观、空间观、社会规范、语言、非言语交际、感知与符号象征）。跨文

化交际即拥有多维文化因素的个体和群体进行互动的行为。文化是品牌重要的组

成部分，Davidson(1998)的品牌冰山模型显示，和文化类似，品牌也是多维的。

一个品牌可见的部分是其品牌标志和名称，在水面之下的则是更大部分的品牌价

值观、品牌智力和品牌文化(Davidson, 1998)。品牌还是文化的媒介和载体，不

仅从文化中汲取养分，同时也影响着文化的发展(Hurley, 2013)。正因为品牌和

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跨国企业在本国文化之外的地区进行品牌建构的行为，

既被视为跨文化交际行为，又被视作市场营销行为 (Tarnovskaya & De 

Chernatony, 2011)。 

对于跨文化交际学者而言，跨文化品牌建构被理解为品牌跨越文化的疆域，

以互动交流的方式来建构品牌文化身份，并且实现文化归属识别的过程（廖宏勇，

2020：3）。总体来说，当前跨文化交际学者对跨文化品牌建构的关注大多在于不

同国家文化对于跨文化品牌建构的影响。学者们多用以下三种模型对“不同国家

文化”进行分类(De Mooij, 2015)，即 Hofstede 的六个文化维度（权力距离、

不确定性规避、男性主义-女性主义、长期取向-短期取向、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放纵-约束）(Minkov & Hofstede, 2012)，以及 Schwartz(1992)提出的文化价

值观四个维度（自我超越、自我提高、保守、对变化的开放态度）和十个动机类

型（普世性、仁慈、权力、成就、传统、顺从、安全、自我导向、刺激、享乐主

义），以及 GLOBE 项目的九个文化维度（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社会集体主

义、内群体集体主义、两性平等、自信、未来导向、绩效导向、人道主义导向）

(House 等, 2002)。此外，在对“跨文化品牌建构的影响”进行评估的研究中，

跨文化交际学者多采用“描述性”的方式进行展现，尤其倾向于对跨文化品牌建

构的语料进行分析以总结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较多学者选择从多个话语分析维

度（如宏观主题、中观交际策略、微观语言特征、图像和视频符号等），对跨国

企业的相关语料（官网、广告、社交媒体、相关部门员工访谈等语料等）进行系

统性的话语分析，详细阐述不同的文化维度和价值观对于企业进行跨文化品牌建

构的影响(Holliday 等, 2010; Liu & Wu, 2015；史兴松和程霞, 2021；Dumlao 

& Pitichanoknan, 2010)；还有学者选择从多个品牌建构的话语主体（如企业、

消费者、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对跨文化品牌建构的结果进行分析和对比，从而

阐释各主体的话语权力和文化背景对跨文化品牌建构的影响（Feng 等，2018；

Feng等，2017；Shi，2015）。 



对于市场营销学者来说，企业跨文化品牌建构的研究核心在于品牌建构策

略的选择及其影响。就以往研究而言，跨文化品牌建构策略（即自变量）可以

主要为全球化和本土化两类。全球化策略倾向于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品牌推广内

容和品牌形象；而本土化策略则扎根于品牌建构的各个本土市场，根据当地消

费者群体特征进行品牌本土化(Liu等, 2021)。因变量策略选择的影响（即因

变量），学者们则多使用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品牌忠诚度、品牌价值等进行评

估。此外，品牌的原产国效应（COO）被视作重要的调节变量(Godey 等, 

2012)。具体而言，来源国效应又可以区分为正向的光环效应（Halo Effect）

(Sulhaini等, 2019)，和负向的外商劣势（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Moeller等, 2013)。以上效应多通过问卷法等量性分析实现。21 世纪以来，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发展，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发达国家市场上的品牌建构成

为热点话题。其中，发展中国家企业如何在发达国家市场克服自身的外商劣势

以及国家形象相关的负面刻板印象，成为跨文化品牌建构研究的重点(Zhuang

等, 2008; Agnihotri & Bhattacharya, 2021)。然而，有学者呼吁，学界仍需

要更多与中国企业影响力相匹配的中国品牌的跨文化品牌建构研究(Polfuss, 

2021; Holtbrügge & Zeier, 2017)。 

可见，跨文化品牌形象建构研究是跨文化交际和市场营销研究的交叉领域，

研究主体同时具有两个学科的学科特性。然而，作为两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这

一领域的研究在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并未充分结合两学科优势，而是有待后续

研究进一步补充（姚曦和李娜，2018）。此外，尽管学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跨文

化品牌建构实践越发重视，但总体上仍缺少关于中国品牌的跨文化建构的研究。 

· 在德中资企业的相关研究 

德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关于其商贸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

研究的热点。 

总体来讲，国内外研究多集中在德中资企业“走出去”遇到的问题。国外相

关研究主题多集中在中资企业在德国的国际化问题，其中，谷歌学术相关主题引

用最多的文章均聚焦于“在德中资企业克服其外商劣势的策略”这一问题。比如，

Holtbrügge 和 Berning（2018)的研究将策略分为了中资企业自身策略和中国国

家层面的策略。其中，研究证明中资企业在德国的地点选择、经营模式和建立模

式以及在德国市场存在的时间，都对中资企业在德国的绩效有显著影响；中国国

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对中资企业也起到了积极作用。Klossek 等（2012)的研究指

出，在德中资企业通过品牌建构和沟通策略减少其外商劣势。研究还发现，不同

建立模式的中资企业对于品牌建构和沟通的重视程度不一，收购德国企业的中资

企业更重视品牌沟通。在知网输入“中国企业+德国”关键词，得到自 1998年至



2022 年，共 99 篇 CSSCI 中文核心期刊文章。数据显示，自 2006 年以来，每年

在德中资企业的研究数量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其中，在德中资企业研究最重要

的主题为中资在德国的并购行为。具体而言，“跨国并购”、“海外并购”以及“企

业跨国并购”均位列前五的主要主题。以往研究多为对我国企业在德现状、机遇

和挑战进行分析(陈双和冷祥彪, 2020; 寇蔻和李莉文, 2019; 程元方和李福军, 

2017;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团队, 2018)。比如陈双等（2020）就

通过建构内外部分析的 PEST-SWOT模型，分析中资在德国参与并购可能遇到的主

要风险。同样，搜索“中资在德企业”、“在德中资企业”、“中资企业+德国”

关键词时，也可以发现类似的趋势以及主题分布。 

也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了在德中资企业的跨文化管理和跨国经营问题(妮莎, 

2020; 杨阳和潘亚玲, 2018; 钱翔, 2020；Pan,2021；Poerner，2011)。其中，

Poerner（2011）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在德中资企业的经营过程中经常遇到跨

文化交际问题，并从案例中深挖中德跨文化交际问题的原因——在德中资企业主

体的文化认同模式与西方主流话语中的文化范式的矛盾。而 Pan(2021)在指出在

德中资企业跨文化管理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对多达 42 位中德企业跨文化管理专

家进行深入访谈，创造性地探索并提出了在德中资企业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员

工实行多样化管理策略的可能性。 

在研究的理论视角上，中外学者多采用国际战略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

角度，并以中资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这一主体在外部（德国市场）的国际战略

管理和内部的（中资企业部门和员工）的人力资源管理。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在

德中资企业相关研究较不充分，当前研究更多采用案例研究、访谈研究等质性方

法，从管理现象出发，提炼理论概念和理论模型。 

回顾国内外在德中资企业研究，可以发现相关研究存在一定不足。首先，从

企业管理学的学科门类来看，现有研究缺乏对在德中资的跨文化品牌管理和市场

营销实践的探索。相应的，以往研究多关注企业端的国际化策略，缺少对消费者

端的了解，更鲜少涉及中资企业和德国消费者互动的研究。此外，以往研究并未

对在德中资企业的类型加以区分，忽略了企业规模和行业对其营商实践的影响。

在研究方法上，以往研究选择的样本较少，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亟需后续通过

大样本的量性研究弥补在研究结果代表性上的缺失。 

· 新能源汽车的品牌建构相关研究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飞速发展，性价比不断提升。因此，新能源汽车不再只

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日渐成为全球消费者的重要出行工具选择。在此背景下，越

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新能源汽车的市场营销和新能源企业的品牌建构。现有的

新能源汽车的品牌建构相关研究，可以按照研究主题、研究对象、理论视角和研



究方法进行如下梳理： 

消费者行为及其决定因素的研究一直是新能源汽车市场中最重要的研究主

题(Lewicki 等, 2021)。更准确地说，近年来研究重点在于推动消费者接受新能

源汽车这一产品的原因。根据新能源汽车的两大产品特性，环保性和创新性，当

前文献的研究主题又可以分为两个子主题：消费者接受作为环保产品的新能源汽

车的动因(Barbarossa 等, 2015)，以及消费者接受作为创新产品的新能源汽车

的动因(Tu & Yang, 2019)。具体来讲，前者的动因通常包括和新能源汽车本身

有关的特质，如使用费用、续航里程、充电时间(Krause等, 2013)、新能源汽车

的形象(Axsen & Kurani, 2013)，以及新能源汽车的外部因素，如消费者特征

（人口统计学特征(Li 等, 2017)、身份认同、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政策支持

(Barbarossa 等, 2015)、社会规范、充电桩等相关配套基础设施的易得性等

(Coffman等, 2017)。 

除此之外，也有少部分研究关注新能源企业主动进行品牌建构的策略的行为

(臧树伟和陈红花, 2019; 王东升, 2022; 李方生等, 2021)。较少有学者研究

新能源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Bennett 等（2016)创新性地探索新能源汽车

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品牌营销信息中的价值诉求，与政府和新能源汽车制造商所

提供信息之间的不对称。研究提出，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品牌建构需要进一步明确

不同消费者的诉求。 

从研究对象来看，学者们观察了绝大部分的新能源汽车相关主体，包括：消

费者（家庭、企业）、政府、汽车制造企业、新能源汽车等(Gärling & Thøgersen, 

2001; Propfe等, 2013)。和研究主题类似，目前研究对象的重心仍在于消费者，

很少有研究探讨新能源汽车品牌说服消费者接受新能源汽车的话语和战略

（Krishnan & Butt, 2022）。同样，我国学者也在关注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发

展。黎冲森(2022)在研究中提到，中国企业自 2020 年来，在国际上获得了越来

越大的市场份额。 

理论视角则根据学者的研究主题倾向（环保性或创新性）有所区别。环保主

题的相关研究更倾向于消费者的心理和认知机制相关理论视角，比如身份认同理

论(Barbarossa 等, 2015; Bennett 等, 2016)。创新主题的相关研究则更倾向于

使用解释消费者行为改变的相关理论，尤其是解释消费者使用新技术这一行为的

理论，比如技术接受模型、计划行为理论，创新分散理论等(Tu & Yang, 2019; 

Ambak等, 2016; Roemer & Henseler, 2022; Osswald 等, 2012)。除此之外，

还有研究引入了霍夫斯塔德的文化维度理论，从文化维度的视角解释不同国家的

消费者接受新能源汽车的差异 (Masullo 等 , 2021; Novotny 等, 2022; 

Barbarossa等, 2015)。Novotny等(2022)利用 21个经合组织国家在 2019年和



2020 年的新能源汽车销售数据，研究了霍夫斯塔德六个文化维度对新能源汽车

市场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男性主义和放纵倾

向对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有明显的负面影响，而长期导向对其市场份额有积极影响。 

在研究方法上，新能源汽车的品牌建构研究最常用的方法是量性研究方法，

更具体说，大部分学者都选择通过问卷收集数据，对消费者相关的因变量进行统

计学分析(Bühne 等, 2015; Thiel 等, 2012)。相比之下，质性研究方法使用较

少(Bennett 等, 2016)。值得注意的是，Roemer 等(2022)将量性（问卷研究）和

质性（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探索影响德国企业接受新能源汽车的短期

和长期因素。 

可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品牌建构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然而，在研究主题

上，新能源汽车应不仅包括环保和创新这两个产品元素，还应包括更多更复杂的

产品元素，比如产品背后的汽车生产企业和国家等。此外，以往研究也没有区分

不同类型企业的品牌建构差异。在研究对象上，现有研究更侧重于消费者单方面

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对企业以及企业和消费者的互动关注较少。 

· 小结 

在相关研究背景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学界在未来需要整合企业、消费者、

消费者和企业关系的研究视角，对跨文化品牌建构进行系统性分析，并结合市场

营销和跨文化交际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多个在德中资新能源汽车企业的跨

文化品牌建构实践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入案例研究（见表 1）。 

 

表 1 本研究理论背景小结 

以

往

研

究 

研究主题 研究不足 

品牌建构 缺少整合企业的品牌身份认同、消费者对

企业品牌形象的感知以及企业和消费者之

间与品牌相关的互动三者整合起来的系统

性研究视角； 

缺乏跨学科视角，对多学科的理论以及研

究方法运用欠缺； 

跨文化品牌建构 作为跨文化交际和市场营销研究两学科的

交叉研究领域，在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

并未充分结合两学科优势； 

总体上缺少关于中国品牌的跨文化建构的

研究； 

在德中资企业相关研究 缺乏对在德中资的品牌管理和市场营销实



 践的探索； 

缺少对消费者和对中资企业和德国消费者

互动的关照； 

并未对在德中资企业类型加以区分，忽略

企业规模和行业差异； 

研究样本较少，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亟需

补充大样本的量性研究； 

新能源汽车的品牌建构研究 

 

缺少对新能源汽车多维产品元素的识别； 

没有对比不同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品牌建构

差异； 

对企业以及企业和消费者的互动关注较

少； 

未

来

研

究

方

向 

研究主题 未来研究对以往研究不足的补充 

跨文化品牌建构研究——以

在德中资新能源汽车企业为

例 

整合企业品牌身份认同、消费者品牌形象

感知、企业和消费者之间与品牌相关的关

系的研究视角，对跨文化品牌建构进行系

统性分析； 

结合市场营销和跨文化交际的学科视角； 

使用质性研究与量性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混

合研究方法； 

以多个中资新能源汽车企业在德国的品牌

建构实践为研究对象，进行多案例研究。 

 

二、核心概念和理论模型的梳理及评述 

跨文化品牌建构研究，包括对品牌身份、品牌形象以及这两者互动的研究。

下文将梳理和明晰在德中资新能源汽车企业的跨文化情境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及

其关系，即品牌身份、品牌形象以及品牌身份和品牌形象的关系。此外，本文还

将进一步归纳和总结学界用于阐释跨文化品牌建构实践的理论模型。 

（一）核心概念 

下面，笔者将从定义、内涵、意义以及我国的相关研究入手，对跨文化品牌

建构的若干核心概念进行归纳和辨析。 

· 品牌身份 

定义 

品牌建构的起点是企业对于其品牌身份的清晰认知(Urde, 1999：129)。品

牌身份的概念最早由欧洲学者 Kapferer在 1986年提出，并被迅速推广到全球市

场营销领域的实践和研究场景。 



部分学者对于品牌身份的定义较为概括和宏观。Janonis等（2007）将品牌

身份定义为“使品牌变得有意义和独特的一切”。这一定义中，品牌身份是一种

“相对概念”，即品牌身份建立在与其他品牌的差异性上，是一种区别于其他品

牌的独特符号。另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品牌身份定义是“一个品牌所期望的独特联

想集合（Aaker，1996）”。从该定义中可以识别出三个关键词：期望、独特和联

想合集。品牌身份是一种期望，它是被品牌创造者和所有者（即企业）所期待的

样态，体现了企业对于品牌身份的决定性影响；品牌身份是独特的，这同 janonis

等（2007）提到的定义类似，强调品牌身份是一种相对概念，是区别于其竞争品

牌的特性；品牌身份是一种联想集合，即包含了人们所有和品牌相关的情感、认

知等，具有多维性。 

还有学者从更为动态的视角定义品牌身份，即认为品牌身份存在变和不变的

部分。Ghodeswar (2008)在认同“品牌身份是独特的品牌联想集合”这一定义的

基础上，提出品牌身份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大部分，即品牌的核心身份和扩展身

份。其中，品牌核心身份是品牌永恒不变的本质，品牌无论进入新市场还是推出

新产品，其核心身份都不会发生变化，比如产品属性、服务、用户形象、门店氛

围和产品性能等。与此相对的是品牌扩展身份。扩展身份是围绕品牌身份形成的

更广泛的元素集合，这些元素集合增强了品牌质感和品牌完整性，并随着时间不

断发生改变。Ghodeswar（2008）提到，品牌扩展身份包括品牌个性、品牌-消费

者关系和品牌符号联想等。 

在动态视角的基础上，部分学者们提出，品牌身份是一个被多主体动态建构

出来的概念。不同学者对于动态建构品牌身份的主体的认知不尽相同。如上文提

及，品牌身份被认为是企业的期望。因此，企业作为品牌的创造者和所有者，被

广泛认可为品牌身份最重要的建构主体。除了企业这一最重要的建构主体,品牌

身份也受到了其他主体的影响。De Chernatony (1999)将品牌身份看作文化和愿

景层面的概念，认为企业内部员工的文化和愿景影响品牌身份的建构。因此，他

关注员工在塑造品牌身份方面所扮演的角色。Hatch 和 Schultz（2001）提出，

身份是一种在与他人互动中形成的关系性概念。在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其

品牌身份沟通的过程中，品牌身份也在不断发生改变。Da Silveira 等（2013）

提到，品牌身份在企业和其他社会成员的互动中逐渐建构起来的。企业内部员工

对于品牌的期望，消费者的参与和市场反馈在品牌身份的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也有研究进一步探讨市场环境变化和品牌身份持久性之间的联系（Csacba & 

Bengtsson，2006）。Keller 和 Lehmann（2006）的研究也指出，竞争、行业、环

境条件和合作伙伴的行为（如媒体和分销渠道）也有助于品牌身份的动态建构。 



综合以上研究中对于品牌身份的定义，本研究更倾向于从企业主导的多主体

动态建构视角对品牌身份进行定义，并最终将品牌身份定义为，企业期望建构的，

并受内外部多主体影响的独特的品牌联想集合（见表 2）。 

 

表 2 品牌身份定义梳理 

研究视角 对品牌身份的定义 

宏观视角 使品牌变得有意义和独特的一切(Janonis等, 2007)。 

一个品牌所期望的独特联想集合（Aaker，1996）。 

动态视角 品牌身份是独特的品牌联想集合，包括了品牌永恒不变的

核心身份和不断变化的扩展身份。(Ghodeswar, 2008) 

动态建构视角 品牌身份是一个被多主体动态建构出来的概念（ Da 

Silveira等，2013；De Chernatony，1999；Hatch & Schultz，

2001；Csacba & Bengtsson，2006；Keller & Lehmann，

2006） 

本研究：企业主

导的多主体动态

建构视角 

企业期望建构的，并受到内外部多主体影响的独特的品牌

联想集合 

 

内涵 

作为一个集合概念，品牌身份被学者们进一步分解为多个子维度。本研究参

考品牌身份研究三大代表学者（Aaker, Kapferer，以及 de Chernatony）对品

牌身份内涵的理解，对品牌身份的子维度进行梳理（Burmann等, 2018）。Kapferer

作为品牌身份研究的先驱，最早品牌身份分解为三大主要成分，即“品牌意义、

品牌目标和品牌自我形象”（Kapferer, 1994: 94）在此基础上，他在 2000年又

提出了品牌身份的六棱镜模型，以尽可能概括所有企业期望使其品牌有意义且独

特（被称之为品牌身份）的部分：品牌实体、品牌个性、品牌文化、品牌自我形

象、品牌反思、品牌关系（Kapferer，2000）。Aaker(2012)认为，品牌身份是品

牌产品、组织、个人和象征的总和,并进一步将品牌身份分为 12个子维度，如品

牌实体、品牌产地、品牌组织、品牌消费者关系、品牌个性、品牌视觉隐喻等。

De Chernatony (1999: 165)提到，品牌身份是关于“品牌精神气质、目标和价

值观，是一种区别于其他品牌的品牌个性”。而后，其又和 Harris将品牌身份分

解为以下几个子成分：品牌愿景、品牌文化、品牌定位、品牌个性、品牌关系和

品牌展现(Nandan, 2005)。按照本研究对品牌身份的定义，品牌身份的子维度可

以分为，企业期望的核心品牌身份维度和其他主体影响下的扩展品牌身份维度



（见表 3）。从以往研究提及的品牌身份子维度的分布可以看出，尽管品牌身份

受到了其他主体的影响，但其仍主要由企业这一主体建构而成。 

 

表 3 品牌身份子维度梳理 

企业期望的核心品牌身份维度 其他主体影响下的扩展品牌身份维度 

品牌目标、品牌实体、品牌个性、品牌文化、

品牌自我形象、品牌精神气质、品牌价值观、

品牌愿景、品牌定位、品牌展现 

品牌反思、品牌关系 

 

意义 

品牌身份的企业战略管理是一项关键的活动(Urde, 2013)。以往研究表明，

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品牌身份可以成为消费者购买品牌相关产品或服务的理由，并

给企业提供可持续的竞争优势（Burmann等， 2018）。具体而言，一个明确的品

牌身份是企业进行整体且长期品牌管理和品牌建构的基石(Balmer & Greyser, 

2003）。拥有明确品牌身份的企业可以更好地和品牌的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如品

牌产品分销商、营销人员、消费者等）进行品牌身份沟通。在与多主体进行品牌

身份沟通的过程中，品牌关系得以进一步改善，企业也得以加强品牌反思，并有

利于在品牌管理时采取相应的营销策略，从而更好地找准品牌定位、强化品牌文

化、价值观、自我形象等核心品牌身份（de Chernatony, 2010）。此外，也有研

究表明，一个稳定的品牌身份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Collins &  

Porras, 2005）。 

 

我国的品牌身份研究 

我国对于品牌身份的研究仍然较为缺少，通过在知网进行关键词搜索，可以

发现，学者们的研究主题集中于品牌身份对我国企业品牌国际化的影响。可以看

到，国内研究对于品牌身份的定义主要依托于广泛用于消费者行为研究的社会身

份理论。根据社会身份理论，消费者会将品牌身份和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联系起

来，并且倾向于支持和喜爱被认为是“内群体”的品牌，忽视和排斥被认为是“外

群体”的品牌。何浏等（2011）的研究从消费者视角探讨了品牌海外并购这一行

为对原品牌形象和品牌能力联想的影响。研究发现，并购高身份品牌比并购低身

份品牌更有利于原品牌提升综合形象。同样基于社会身份理论，童泽林等（2019）

通过对比分析了品牌跨国慈善行为对东道国和来源国消费者的影响。研究发现，

消费者对于品牌社会身份的评价会发生从“内群体”到“外群体”的转变。刘英

为等（2017）的研究指出，品牌身份的合理性对于我国品牌国际化的成功十分重



要，并建议我国企业在跨文化情境下采取品牌身份合理化战略，如在海外投资建

厂、注册新公司等。 

通过对国内品牌身份研究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学界对品牌身份的研

究多站在消费者视角，且对品牌身份的概念界定并不清晰，尤以无法辨析“品牌

身份”和“品牌形象”二者概念为典型。以童泽林等（2019）的研究为例，文中

的品牌身份和形象为同义词，在使用中多为互相替代关系。 

 

· 品牌形象 

定义 

Park 等（1986)认为，品牌形象的建设和维护是品牌管理的前提。Gardner和

Levy在 1955年首次提出了品牌形象这一概念。此后的几十年间，品牌形象研究

成为了市场营销学者关注的重点。尽管品牌形象是学术热点话题，学者对品牌形

象的定义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性。Dobni 和 Zinkhan(1990)发表了他们对品牌形

象定义、内涵和测量的文献综述。二位作者将学者们按照研究视角差异，将品牌

形象的不同定义分为五大类——宏观视角、象征性视角，意义和信息视角，拟人

化视角、认知和心理学视角。类似的，后辈学者 Zhang（2015）等也在此分类的

基础上，将五类精简为四类（宏观、意义和信息、拟人化、认知和心理学视角的

品牌形象）。综合以往研究，本研究从宏观视角、符号学视角、联想网络视 ZZ及

心理学视角对品牌形象的定义进行梳理。 

部分学者倾向于从宏观视角对品牌形象的定义进行概括。其中，最著名的是

Herzog(1963)的定义，他认为，品牌形象是消费者对品牌的总体感知和印象。在

此定义中，品牌形象有两大特征。其一，品牌形象是消费者所持有的概念，品牌

形象是由消费者这一主体反馈而成的概念。其二，品牌形象是一种总体感知和印

象。由此可见，品牌形象构成的来源是多样的，品牌形象是由多种来源的感知和

印象汇集的总体概念。 

符号学视角则是较为特别的视角。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赵毅衡， 

2013）。如果将商品市场看作一个符号学系统，其市场上的产品是符号，而消费

者心中的品牌形象是符号所携带的意义。进一步来看，市场上的产品作为符号，

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构成。其中，品牌形象的组成部分是所指，比如产品特征、

财务价值等，而产品的客观实体则是能指（Noth，1988）。从广义上讲，品牌形

象是消费者感知到的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这种象征性的意义使得一个品牌区别于

其他品牌（Reynolds & Gutman, 1984）。 

很多知名的市场营销学者都选择从联想网络视角解读品牌形象，认为品牌形

象是消费者感知到的品牌联想网络，这与上文提到品牌身份的定义拥有相同的理

论源头（联想网络理论）。比如 Keller（1999）认为，品牌形象是消费者对品牌



的认知集合，这些认知反映了品牌的意义，并以联想网络的形式保存在记忆中

(Roy & Banerjee, 2014)。Aaker（1991）则将品牌形象定义为以有意义的方式

组织的联想集合(Plumeyer 等, 2019)。Biel（1993）把品牌形象定义为消费者记

忆中关于品牌的联想集合。 

Gardner和 levy在 1999年从心理学视角对品牌形象进行了定义——品牌形

象是由消费者对品牌的观点、态度和情感组成的，表现了品牌在消费者的认知和

心理上的特征。概括而言，品牌形象是消费者对品牌和品牌产品及服务的总体认

知、情感和态度（Bullmore,1984）。 

综合以上视角，本研究选择结合联想网络和心理学理论视角，将品牌形象定

义为消费者对品牌的总体认知、情感和态度，保存在消费者记忆中的联想网络形

式（见表 4）。 

 

表 4 品牌形象定义梳理 

研究视角 对品牌形象的定义 

宏观视角 品牌形象是消费者对品牌的总体感知和印象（Herzog，1963） 

符号学视角 消费者心中的品牌形象是作为产品的符号所携带的意义（Noth，

1988） 

联想网络视

角 

品牌形象是消费者感知到的品牌联想网络（Keller,1999；

Aaker，1991；Biel, 1993） 

心理学视角 品牌形象是消费者对品牌和品牌产品及服务的总体认知、情感

和态度（Gardner & Levy，1999；Bullmore,1984） 

本研究： 

联想网络与

心理学视角

结合视角 

消费者对品牌的总体认知、情感和态度，保存在消费者记忆中

的联想网络形式。 

 

内涵 

由于品牌形象定义的多维性，其被学者进一步解析。本研究从联想网络和心

理学结合视角定义品牌形象，故对于品牌形象的内涵解读也主要结合以上两类的

相关研究。此外，也有学者提及其他重要品牌形象维度，也将其列入本研究的考

察范围（见表 5）。 

支持联想网络视角的 Keller（2012）概述了消费者关于品牌形象的三个方

面的联想，即品牌属性联想、品牌权益联想以及品牌态度。品牌属性联想，包括

了消费者对和产品相关以及无关的品牌属性的联想集合；品牌权益联想则是指，



消费者想起品牌，觉得品牌可以满足自己的相关需求。通常而言，消费者有四类

基本需求，即功能性需求（产品满足消费者物质上的需求）、情感性需求（品牌

给消费者带来安全感、快乐等）、象征性需求（品牌能够展现消费者身份，促进

自我实现）和体验性需求（品牌产品和服务的参与感）(Wijaya, 2009)。品牌态

度则是由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对品牌的知识或信念）、情感（对品牌的情绪和

感受）和行为（对品牌采取具体购买行为的可能性或倾向性）组成的(Nandan, 

2005)。也有学者将消费者对于品牌的总体联想分解为认知类、情感类和独特类

联想，并将这三类联想对品牌形象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得到了认知类、独特类和

情感类联想的顺序(Qu 等, 2011)。Biel（1992）则从产生联想的三个重要主体

（企业、产品和服务、消费者）出发，将品牌形象拆分为企业形象、消费者形象

以及产品服务形象等三个方面。 

而从心理学视角看，品牌形象的子维度可以分为品牌认知、品牌情感、品牌

态度。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提到品牌个性、品牌声望、品牌创新力、品牌责任等，

也可以作为品牌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子维度成为品牌形象越来越重要的组

成部分(Plumeyer 等, 2019)。 

 

表 5 品牌形象子维度梳理 

联想网络视角下的消费

者品牌形象维度 

心理学视角下的品牌形

象维度 

其他重要品牌形象维度 

品牌属性联想、品牌权益

联想、品牌态度、企业形

象，消费者形象、产品服

务形象 

品牌认知、品牌情感、品

牌态度 

品牌个性、品牌声望、品

牌创新力、品牌责任 

 

意义 

品牌形象的意义体现在消费者行为、品牌沟通以及消费者自我实现三个方面：

消费者行为方面，品牌形象可以提高品牌声誉和品牌信任（Esch等，2006），提

高消费者的品牌产品购买意愿。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品牌形象甚至可以提升消

费者满意度（Cretu & Brodie, 2007）。此外，一个长期正向的品牌形象也可以

增加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Zhang, 2015)，提高消费者为品牌持续支付溢价的意

愿(Anselmsson 等, 2014)，最终实现品牌资产的增值(Faircloth等, 2001)；从

品牌沟通角度看，品牌形象关系到消费者对接收到的品牌产品和服务相关信息的

解读，从而影响到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双向沟通(Wijaya, 2009)；从消费者自我

实现视角看，当品牌形象和消费者个人的自我形象具有一致性时，消费者个人会



产生更为积极的态度，加强个人的自尊和自我认可(Sirgy, 1985; Porte & 

Claycomb, 1997)。 

 

我国的品牌形象研究 

我国的品牌形象研究起步于本世纪初，在结合外国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理

论思想的基础上，我国学者也对品牌形象的定义、内涵、意义等进行了解读。我

国早期的品牌形象研究以总结、评述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为主，其目的主要是将品

牌形象这一概念引入国内的理论研究和商业实践。概括而言，我国学者更倾向于

从宏观视角对品牌形象进行定义。在我国首篇对国外品牌形象研究进行综述的文

章中，学者将品牌形象看作是“品牌形象是品牌构成要素在人们心理的综合反应” 

(罗子明, 2001)。在品牌形象相关最高引用的综述文章中，范秀成和陈洁（2002）

将品牌形象定义为“消费者对品牌的总体感知和看法”。这一定义也被后辈学者

多次引用。有趣的是，尽管我国学者倾向于从宏观角度对品牌形象进行定义，却

偏向于从符号学视角、联想网络视角以及心理学视角中，寻找品牌形象的内涵，

即品牌形象子维度。比如，范秀成和陈洁（2002）确定了品牌形象四个子维度，

包括产品维度、企业维度、人性化维度和符号维度。罗子明（2001）则将品牌形

象划分成五个方面，即品牌认知、产品属性认知、品牌联想、品牌价值和品牌忠

诚。江明华和曹鸿星（2003)认可 BIEL（1992）的分类，将品牌形象分为公司形

象、产品及服务形象和使用者形象；关辉和董大海（2002）在参考 BIEL 的分类

基础上，结合中国企业现状，将品牌形象分解为公司形象、品牌表现和品牌个性。

在以上品牌形象定义和内涵支持下，学者将研究拓展到了品牌形象的意义领域。

研究者大多使用问卷法进行量性研究，将品牌形象看作自变量或调节变量，检验

其对于大量和消费者行为相关因变量的影响。以往研究结果显示，品牌形象对于

消费者的购买倾向由正向影响(关辉和董大海, 2002; 徐鑫亮等, 2021)。 

回顾我国的品牌形象研究，可以发现：其一，品牌形象定义和内涵的理论视

角不统一，尤其反映在品牌形象子维度选取缺乏逻辑性和系统性。这大体与我国

学者多倾向于综合多个国外已有研究成果并加以删减，并未创造性地从某一理论

视角对品牌形象进行创新性理解有关。其二，当前我国对于品牌形象的实证研究

方法单一。具体来说，目前我国学者多采用问卷法对品牌形象的维度进行量性研

究。相较之下，访谈法、观察法等质性研究方法较少被用于品牌形象的测量和研

究。 

 

· 品牌身份与品牌形象辨析 

由以上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品牌身份和品牌形象作为独立的概念，既相似，

又存在差异（见表 6）。 



在定义上，品牌身份和品牌形象在定义上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联想集合，是

所有关于品牌元素的总和。在内涵上，品牌身份和形象有重合的子维度，比如品

牌个性是其中一个重要维度。在意义上，品牌身份和品牌形象都被认为对品牌建

构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对于企业进行与消费者的品牌沟通有积极作用。 

然而，品牌身份和品牌形象却又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在定义上，二者最

大的差异在于此二概念关注的主体。品牌身份关注的主体是企业，品牌形象关注

的主体则是消费者。同时，品牌身份的概念更加强调企业结合多主体进行的动态

建构，然而品牌形象更倾向于单纯从消费者单方面的品牌感知。内涵上，品牌身

份的维度可以清晰剖析分为核心与延展部分。其中，核心部分的品牌身份维度更

偏向于处在品牌的冰山水面之下的不可见部分，比如文化和价值观，难以撼动。

与其相比，品牌形象的维度更加松散和复杂，不存在清晰的层级分布。同时，相

较于品牌身份，大量子维度偏向于浮于表面，这些子维度相较之下更不持久。在

品牌形象内涵中，缺少和品牌身份的核心维度对标的子维度。概括来说，品牌身

份层次分明，扎根品牌深处，品牌形象杂乱，浮于品牌表面。在意义上，品牌身

份关注的是给企业带来的积极影响，如带来品牌竞争优势、指导品牌营销实践等，

而品牌形象更多则是关注其给消费者带来的影响，比如消费者购买意图和行为，

以及消费者自我实现。 

 

表 6 品牌身份与品牌形象辨析 

 

然而，品牌身份和品牌形象又不应该在概念上完全割裂。在以往文献中，部

分学者认为，品牌身份和品牌形象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同时作为和品牌相关的联

想集合，如果说品牌身份是企业期望建构的理想情况，那么品牌形象就是企业身

份建构的真实结果(Janonis等, 2007)。 

维度 品牌身份 品牌形象 

定义 异 关注于企业，重在建构 关注于消费者，重在感知 

同 联想集合，具有多维复杂性 

内涵 异 层次清晰，存在变与不变，扎

根品牌深处 

层次不明，多为平行维度，多浮于品

牌表面 

同 品牌个性为重要子维度 

意义 异 给企业经营和实践带来积极

影响 

给消费者的购买意图和行为以及自

我实现带来积极影响 

同 有利于企业-消费者的品牌沟通 



反之亦然，假使品牌形象是消费者对品牌的全部感知，那么品牌身份便是消

费者产生以上感知的参照框架和基准(Nandan, 2005; Roy & Banerjee, 2014)。

品牌身份这一概念的创始人 kapferer（2000）曾提到，品牌形象是企业与消费者

沟通的最有效方式，揭示了品牌身份的意义。 

也有学者认为，品牌身份和品牌形象是品牌沟通过程中的两个阶段。从传播

学和符号学角度看，在企业和消费者的品牌沟通过程中，品牌身份由企业建构，

即品牌被企业赋予意义（编码），被编码后的品牌，通过品牌沟通触及消费者，

从而进一步被消费者解读意义（解码），而消费者的反馈又反作用于企业的品牌

身份建构中，形成了一个品牌建构循环(范秀成和陈洁，2002)。品牌建构循环可

以表述如图 1。 

 

 

 

 

 

 

 

 

 

·  品牌身份-形象距离 

定义 

如同上文对品牌身份和品牌形象定义的辨析，从定义、内涵和意义三个维度

看，品牌身份与品牌形象均具有较高可比性。因此，学界已有部分学者在这一领

域展开初步探索(Ranfagni 等, 2021; Sjödin & Törn, 2006; Nandan, 2005)。

总体而言，学者们将“品牌身份与品牌形象的对比”这一现象，按照对比结果分

为两类进行了定义：当品牌身份和品牌形象差异小或者无差异时，该现象被定义

为“品牌身份-形象一致”；当品牌身份和品牌形象差异较大时，“品牌身份-形象

不一致”这一定义产生。 

回顾现有文献，更多学者关注品牌身份-形象不一致的情况。从宏观视角看，

品牌身份-形象不一致为，企业所期望建构的品牌联想集合和消费者感知到的品

牌联想集合不匹配。从品牌沟通的角度看，品牌身份-形象不一致是一种品牌沟

通危机。具体来说，品牌身份-形象不一致为企业在对品牌进行编码和消费对品

牌进行解码过程中存在差异。这种差异，通常出现在缺乏一致性和持续性的品牌

沟通中(Nandan, 2005)。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企业品牌沟通和现有消费者品牌联

想的不匹配(Ranfagni 等, 2021; Sjödin & Törn, 2006)。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

图 1 品牌建构循环示意图 



淆，本研究选择用“品牌身份-形象距离”这一概念囊括“品牌身份-形象一致”

和“品牌身份-形象不一致”两种品牌沟通情境。 

内涵和评估 

由定义可知，品牌身份-形象距离是复合概念，来源于品牌身份和品牌形象。

而品牌身份和品牌形象的定义都是复杂且多维的，因此，品牌身份-形象距离的

内涵以及基于内涵的评估，更显得尤为复杂和困难。 

为了恰当地将品牌身份和品牌形象的内涵进行结合和对比，学者主要采取两

种方式：宏观品牌联想评估和重要子维度对比。 

宏观品牌联想评估，本质上就是放弃对品牌身份和品牌形象进行内涵层面

（子维度）的对比，选择从定义层面的企业和消费者对于品牌的总体印象出发，

对品牌身份-形象距离进行评估。其中，Roy 和 Banerjee（2008）提出的品牌身

份-形象的德比矩阵是此类评估的代表。在此研究中，学者提出用强-弱对品牌身

份和品牌形象进行单独评估，再将评估结果整合起来，由此得到 2*2 的品牌身份

-形象距离的评估矩阵。根据品牌在评估矩阵的位置，将品牌身份-形象距离状况

定义为头奖马（身份强-形象强）、黑马（身份弱-形象强）、盲马（身份强-形象

弱）、瘸马（身份弱-形象弱）。具体操作上，品牌身份的评估由行业专家的意见

来确定，品牌形象的强弱则是是通过对消费者的深入访谈获得。从这一典型评估

方法可见，宏观品牌联想评估，具有化繁为简、操作便捷的优势。当然，由于其

过于宏观，无法得到品牌身份-形象距离更为深入的对比结果，难以从根本上解

决企业和消费者的品牌沟通这一现实问题。 

重要子维度对比，即选择可被同时算作品牌身份和品牌形象的子维度，进行

深入对比。其中，最经常被选择作为品牌身份-形象距离的子维度是品牌个性。

品牌身份和品牌形象的辨析中，品牌个性也是二者在内涵层面的唯一交集，可见

其重要性。Ranfagni 等学者（2016）比较了企业的时尚品牌沟通中使用的个性形

容词和时尚品牌消费者感知的个性形容词。通过品牌个性这一重要子维度，学者

将品牌身份和品牌形象连结在一起。通过结合文本挖掘和文本网络的方法，研究

实现了对品牌身份-形象距离的质性和量性评估(Ranfagni 等, 2021)。同样的，

(Robertson等, 2019)也选择用内容分析法，借由品牌个性这一维度对比品牌身

份和品牌形象。除了单一子维度，也有研究选择多个重要子维度进行对比评估。

(Kang 等, 2015)将对比评估维度从品牌个性扩展到品牌个性和品牌产品属性两

个维度。其中，前者偏向于象征性和主观性描述，而后者偏向于功能性和客观性

描述。这两个维度都可以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对品牌身份-形象距离的主客观

双维度进行评估。还有学者选择分别从品牌身份和品牌形象中选出相等数量的子

维度进行打分。比如， Roy和 Banerjee（2014）就在其研究中选择将由品牌特



征、权益、价值、差异化和个性组成的品牌身份五角星，和由品牌生活方式、期

望、体验、性情和差异化组成的品牌形象五角星进行量化对比。以上五个维度数

据，均来源于调查问卷的 Likert 量表打分结果。可见，此类方式可以实现精细

且深入的品牌身份-形象距离的评估，有利于进一步指导企业和消费者的品牌沟

通。同时，由于评估方法复杂，需要同时结合量性和质性研究方法，较为费时费

力（概括见表 7）。 

 

表 7 品牌身份-形象内涵和评估方法梳理 

 宏观品牌联想评估 重要子维度对比 

内涵 放弃内涵层面，从定义出发 品牌个性或其他重要子维度 

评 估 方

法 

消费者访谈、专家访谈（量性） 文本分析、问卷法（量性为主，结

合质性） 

评价 具有化繁为简，操作便捷的优

势。 

无法得到品牌身份-形象距离

更为深入的对比结果，难以从

根本上改进企业和消费者的品

牌沟通问题。 

可以实现精细且深入的品牌身份-

形象距离的评估，有利于进一步指

导企业和消费者的品牌沟通。 

由于评估方法复杂，需要同时结合

量性和质性研究方法，较为费时费

力。 

 

意义 

评估品牌身份-形象距离，对企业和消费者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企业来说，确保品牌身份和品牌形象之间的同步性是品牌营销的前提条

件。通过不断监控品牌身份和品牌形象之间的一致性，企业可以决定并动态调整

其品牌策略(Van Rekom, 1997; De Chernatony & Mcenally, 1999; Roy & 

Banerjee, 2014)。根据 Roy和 Banerjee（2008）的说法，过大的品牌身份-形象

距离会导致企业多方面的损失以及市场竞争力的减弱。具体来讲，品牌身份-形

象距离会增加品牌被稀释的危险性，甚至可能损害品牌价值(Temporal, 2000)。 

对于消费者来说，品牌身份-形象距离越小，其对于品牌的忠诚度更高

(Nandan, 2005)。Bennett 等（2016）进一步指出，较小的品牌身份-形象距离对

于同理想消费者建立联络以及改变消费者对品牌的态度和行为，都有重要作用。 

由于品牌身份-形象距离对企业和消费者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呼吁加强企

业和消费者的对话和更多定制化的互动，尤其是在沟通中更加关注目标消费者的

需求，实现良性的双向沟通，及时的信息反馈与共享(Nandan, 2005)。 



回顾现有文献可以发现，尽管品牌身份-形象距离这一概念十分重要，目前

学者仍然集中于独立的品牌形象和品牌身份研究，品牌身份-形象距离研究缺失

(Roy & Banerjee, 2014)。 

 

我国的品牌身份-形象距离研究 

如前文所述，我国现有研究较少对品牌身份和品牌形象的概念进行辨析，甚

至在部分研究中，品牌身份和品牌形象可以互相替代。因此，对于在品牌身份和

品牌形象基础上产生的品牌身份-形象距离的相关研究更是极为稀少。目前，我

国学者多基于范秀成和陈洁（2002）对于品牌形象和品牌身份的辨析，对品牌身

份-形象距离进行宏观层面的定义。宏观层面的定义主要可以分为企业视角和消

费者视角两类：从企业视角看，有学者认为这种距离是企业的品牌期望状态与其

实际表现间的差距(郑少华, 2008)；而从消费者视角看，有学者将品牌身份-形

象距离定义为消费者感知的实际品牌形象与其被预期感知的品牌形象的差距(刘

佳, 2007)。对比国外已有研究，我国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尤其在对此概

念的内涵以及评估上，缺乏基于系统理论的明确界定。在定义、内涵和评估方面

的理论缺失，也阻碍我国学者进一步使用量性和质性研究方法，并对此领域进行

更深层次的实证研究探索。 

 

（二）理论模型 

· 企业视角的品牌建构理论模型 

双路径模型 

对于企业而言，品牌建构是一个长期而持久的过程。法国学者 Kapferer

（2008）曾经提出了品牌建构的双路径模型（见图 2）： 

第一种品牌建构的路径从产品的有形价值出发。企业进行的品牌沟通首先集

中于产品的功能权益上，通过开发产品在成分、属性等维度的产品权益，进而创

造品牌个性，最后再用品牌使命和价值维度等无形附加价值对品牌进行建构。概

括来说，第一种建构路径是先有独特的产品，再有独特的品牌。 

第二种品牌建构的路径与之相反，从品牌的无形价值出发。这类品牌建构通

常是从一个理念开始的，这个理念大多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多来自于对消费者行

为和需求的观察。从理念出发，企业建构出品牌独特的价值观、使命以及个性。

此时，企业的品牌沟通集中在品牌的情感权益上。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企业进

一步开发出了品牌概念背后的产品成分、属性等功能权益，从而为消费者提供了

有形的附加价值。概括来说，第二种建构路径是现有独特的品牌，再有独特的产

品(Wijaya, 2009)。 



 

 

 

 

 

 

 

然而，在品牌建构的漫长过程中，建构路径并非永远保持线性，企业也需要

监控其品牌建构的结果，不断进行品牌建构战略的动态调整。当品牌建构符合企

业预期时，企业会继续品牌强化（Brand Reinforcement）；而当不符合企业预期

时，企业会选择品牌活化（Brand Revitalization），更新其与消费者沟通的方

式和内容(Keller, 1999)。 

 

· 消费者视角的认知心理理论模型 

SOR模型 

Mehrabian和 Russell(1974)首次提出了 S-O-R(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刺激—心理—反应)模型，该模型解释了环境中各种刺激对个体生理、心理的影

响，通过对机体的影响，最终导致相应的个体行为。Jacoby（2002）提出，刺激

要通过接受者的意识来影响心理，个体受到刺激以后形成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心理

反应，此时的心理状态既可以是认知状态也可以是情感状态。与刺激-反应理论

(SR)相比，SOR模型加入了机体作为中间变量，强调了机体差异性对行为的重要

影响，相同的刺激作用在不同的机体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反应)。具体而言，刺激

指的是个体在某一特定时刻接收到的外界环境信息，包括产品、品牌、标志、广

告、包装、价格、商店和购物环境、口碑传播、新闻媒体、电视网络等。心理状

态不仅包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心理反应，还包含一系列个体既有的情感和认知体

系，这些先前经验一般被称为长期记忆，存储着个体的经验、知识、信念、态度、

倾向、意图、价值观、动机、个性、感觉、期望等。由于个体拥有的情感和认知

体系因人而异，因此面对相同的刺激，人们会产生各不相同的心理反应。最后，

反应包含语言反应和行为反应。SOR 模型被广泛地运用到市场营销情境中，诸多

学者将销售环境(线下)、界面和功能设计(线上)作为“刺激”，消费者对产品或

服务价值的感知作为“心理”，而消费者随之做出的购买/口碑行为即为模型中

的“反应”。 

 

ELM模型 

图 2 品牌建构的双路径模型（Kaperer，2008：56） 



在解释信息内容及其产生效果的心理机制理论中，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简称 ELM 模型）是目前最为广泛应用的传播

学理论之一(Kitchend 等, 2014)。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心理学家 Petty 和

Cacioppo(1984)在总结诸多关于态度、认知形成和变化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

出了 ELM 模型，也称说服理论，为解释个体态度改变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理论框架。

ELM模型认为，从传播者的说服信息到信息接受者个体态度改变的过程有两种路

径，即中枢路径（Central Route）与边缘路径（Peripheral Route）。信息接受

者出于其各自的动机和能力，来对这两种路径做出选择。如图 3所示，更关注说

服信息中与信息质量紧密相关内容的个体，偏向选择从中枢路径接收信息，他们

基于对以往的知识、经验的精细加工，完成个人在认知上的改变，从而对信息源

产生态度上的变化；而更倾向于接收核心信息之外的其它信息的个体，则大多选

择边缘路径，他们通过外围信息的刺激和启发，直接产生情感触动，从而影响其

对信息发出者的态度。相关研究表明，以上两种说服路径的效果各不相同：中枢

路径效果更强、更持久，边缘路径则效果较弱且较不持久。 

 

 

 

 

 

 

 

 

 

 

 

· 企业-消费者品牌沟通视角的沟通理论模型 

传统沟通模型 

Shannon（1948)提出的沟通过程模型是传播学中最为基础的沟通模型(见图

4)。该模型作为解释沟通过程的简单模型，被视为多个学科的基础，也被称作传

统沟通模型。具体而言，传统沟通模型包括了信息来源者、信息、传播器、信号、

信息载体、噪音、接收到的信号、接收器、目标受众。 

若将这一模型套入品牌沟通中，信息来源者通常是企业，即创造品牌信息的

主体；信息即企业期望给品牌赋予的内容；传播器是信息的传输系统，在品牌沟

通中，可以看作企业为了沟通品牌信息的所有行为；信号则是传输系统传播出来

的单个内容，是企业品牌沟通的单个表现；信息载体，是承载信号和传递信号的

图 3 ELM 模型说服路径图示 



平台，在品牌沟通中，这可以是社交媒体、电台、电视台等品牌沟通平台；噪声

是一种较弱的信号，会对主要信号进行干扰或者掩盖，在品牌沟通中噪音可以是

任何其他主体对于品牌的评价；接收到的信号是被平台传递后的信号，在品牌沟

通中，这可以是呈现在社交媒体等平台上的品牌广告；接收器，是接收传递后的

信号的设备，对于品牌沟通而言，接收器可以是消费者端的手机、收音机等；最

后，目标受众，即最后通过接收器获取到信息的人。消费者即是企业进行品牌沟

通的目标受众(Foulger, 2004)。 

 

 

 

 

 

 

 

互动式沟通模型 

在 Shannon 的传统沟通模型基础上，后续学者进一步对其进行改进。比如，

引入控制论中的反馈概念(Wiener, 1961)，传统沟通模型变为互动式沟通模型

(Foulger, 2004)。二者的差异存在于，信息传递到目标受众后，目标受众会对

与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反馈。反馈也是信息，它会传递至信息来源者。这个过程中，

反馈这一信息被传播、接收，甚至会被其他的噪音弱化和干扰。接收到反馈的信

息来源者，会进行再反馈，即调整其后续发出的信息。这一模型运用于品牌沟通

情境中，反馈可以被视作消费者对于自己感知到的品牌的态度、评价、行为等，

这些反馈会被再次传递给企业，进而影响企业后续的品牌沟通信息内容和传递方

式（见图 5）。 

 

 

 

 

 

 

 

 

交互式沟通模型 

图 4 传统沟通模型（Shannon, 1948: 380） 

图 5 互动式沟通模型（Wiener,1961:121） 



随着后续学者对于沟通主体权力关系的讨论，弱化主体身份的交互式沟通模

型进一步被提出(Foulger, 2004)。在交互式沟通模型中，不再存在信息的来源

者和目标受众，也不再存在哪一主体是沟通中首先发出信息，拥有更高话语权的

主体。在这一模型中，学者将模型中的主体统一称为，既发射信息又接收信息的

沟通者，沟通者之间地位平等。这一弱化主体的交互式沟通模型，可以延展到任

何交互平台（载体）。应用于品牌沟通情境，消费者和企业被视作平等的交流者，

不断在不同的平台进行着关于品牌的对话和交流。当然，在交流过程中，也存在

着品牌沟通的编码和解码环节，面临着噪音对于品牌沟通的干扰和弱化（见图 6）。 

 

 

 

 

 

 

 

 

 

· 小结 

回顾以上三类理论模型可以发现，对品牌建构这一现象的观察视角选择不同，

理论模型的分析重点差别显著：企业视角的品牌建构理论模型看中企业品牌价值

的成长性，其他主体的反馈被看作是影响企业品牌价值的外部因素，反应在品牌

的有形和无形价值的增减上，至于究竟如何产生的影响，此类模型并未进行深入

分析；类似地，消费者视角的认知心理理论模型中，所有企业的品牌建构策略和

消费者和品牌的沟通被看作是影响消费者对品牌感知、态度、行为改变的影响因

素。此外，消费者视角的理论模型过于看重个体对于企业品牌建构行为的反应，

并未将个体的态度、认知以及行为反馈推广至整体的消费者群体的态度认知以及

行为反馈；企业-消费者品牌沟通视角的理论模型虽然将所有参与品牌建构的主

体放入模型之中，但是分析重点却倾向于主体之间沟通的过程，忽略了不同主体

内部的差异化意义传达和意义感知过程。 

 

· 评述  

通过对品牌建构的关键概念和理论模型的深入梳理，本文基本厘清了品牌身

份和品牌形象的定义、内涵和意义，以及品牌身份和品牌形象之间的复杂关系，

也辨析和对比了侧重于企业、消费者、企业和消费者沟通的三类理论模型。本研

究在此基础上识别到了现有研究，尤其是我国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的发展

图 6 交互式沟通模型（Foulger, 2004: 6） 



方向： 

 相关概念上，品牌身份和品牌形象的定义复杂且经常被混为一体。学界较

为欠缺对此二概念的明确辨析，以及深入子维度的对比研究。其次，当前研究对

于品牌身份和品牌形象的研究视角较为“静态而割裂”，仍然缺少对两者关系转

换的“动态而连结”的研究视角。再次，品牌身份-形象距离作为一个较为新鲜

的概念，当前学界仍然缺乏对这一概念的多种应用情境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 

理论模型上，现有模型或是仅关注品牌建构的单一主体，或是仅关注品牌建

构的沟通过程。可见，学界仍需要一个能够统一多主体及其过程的，更为系统和

复杂的理论模型，以解释品牌建构这一多主体互动的多维动态实践。 

综上所述，未来研究有必要使用多主体的系统分析视角、依靠跨学科理论基

础以及混合研究方法，对在德中资新能源汽车企业的跨文化品牌建构实践进行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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